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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食物需求结构的转变,
 

耕地保护制度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中的作用愈发凸显.
 

从大食物观的提出及其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出发,
 

分析了当前耕地保护面临的诸多挑战,
 

如

食物需求结构转型、
 

区域分工协同需求以及耕地后备资源的稀缺性.
 

在总结我国耕地保护成效与不足的基础上,
 

深

入探讨了耕地安全的基本事实,
 

粮食安全现状与耕地保护目标之间的差距,
 

以及耕地保护效能降低的原因,
 

并识别

了耕地保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针对这些问题,
 

提出了一系列创新路径,
 

包括加强土地资源调查、
 

优化占补平衡政

策、
 

建立区域补偿机制和第三方评估体系等,
 

以期为构建大食物观统筹下的耕地保护协同治理体系提供政策参考.
关 键 词:大食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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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od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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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
 

structure,
 

the
 

role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system
 

in
 

safeguard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urrent
 

challenges
 

faced
 

by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such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od
 

demand
 

struc-
ture,

 

the
 

collaborative
 

needs
 

of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scarcity
 

of
 

cultivated
 

land
 

reserve
 

re-
sources.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shortcoming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
 

China,
 

the
 

basic
 

facts
 

of
 

cultivated
 

land
 

security,
 

the
 

gap
 

betwe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ood
 

security
 

and
 

the
 

goal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he
 

reasons
 

for
 

the
 

redu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efficiency,
 

a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were
 

discussed
 

in
 

depth.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nnovative
 

path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investiga-
tion

 

of
 

land
 

resources,
 

optimizing
 

the
 

policy
 

of
 

requisition-compensation
 

balance,
 

establishing
 

region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nd
 

third-party
 

evalu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policy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ordinated
 

management
 

system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big
 

food
 

con-
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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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八政,
 

食为政首”强调了粮食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2003年以来,
 

我国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增

长,
 

实现“十九连丰”[1-2],
 

仅用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
 

实现了全面小康[3].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
 

粮食问题不能只从经济上看,
 

必须从政治上看,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
 

国家

安全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确立了“以我为主、
 

立足国内、
 

确保

产能、
 

适度进口、
 

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
 

随着经济进入新

常态,
 

粮食安全理念逐步转向以大食物观为核心[4],
 

强调多元化供给.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树
立大食物观,

 

发展设施农业,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然而,
 

随着大食物观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

食物需求,
 

这也对我国耕地保护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5].
 

因此,
 

构建一个以大食物观为指导的统筹协调的

耕地保护治理体系,
 

对于当前和未来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保护耕地免受“大食物”的潜在冲击已成为确保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性的关键议题.

 

研究显示,
 

耕地

保护与治理的方案可以分为资源、
 

技术和制度路径[6].
 

例如,
 

旭日干等[7]提出利用不同区域的自然优势,
 

为非粮生产腾出调整空间,
 

以实现人口分布与食物生产布局的协调;
 

方锡良
 [8]从人文学科角度首次对大食

物观的文化定位提供了视角;
 

付海英等[9]将大食物观引入生态文明视野;
 

刘元胜等[10]结合农业数字经济,
 

拓展了大食物观理论与实践的边界.
大食物观为新时代耕地保护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众多研究强调,
 

有效保护耕地对维护农业生态平衡

和确保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本文从大食物观的提出及其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出发,
 

深入探讨了我国耕地安全

的现状.
 

通过分析当前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目标间的差距,
 

系统揭示了在大食物观背景下,
 

我国耕地保护

效能下降的原因.
 

结合新时代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提出了构建大食物观统筹下的耕地保护协同治

理体系的实施路径.

1 大食物观与耕地保护的内涵及关系解析

1.1 大食物观的提出和内涵阐释

1984年,
 

钱学森院士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建立农业型知识密集产

业———农业、
 

林业、
 

草业、
 

海业和沙业”的大农业科学构想[11],
 

为大食物观理念的初步形成奠定了理论基

础.
 

1990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宁德工作时指出,
 

“现在讲的粮食即食物,
 

大粮食观念替代了以粮为纲的

旧观念”,
 

这一表述标志着大食物观的初步形成.
 

2015年,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树立大食物观念”,
 

并于2016年正式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确立了大食物观作为国家发展理念的重要地位.
 

随后,
 

在国家重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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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与会议中,
 

大食物观的科学内涵逐渐清晰(表1).
 

2023年,
 

大食物观再次被纳入中央一号文件,
 

进一步

巩固了其在新时代粮食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表1 大食物观的演进脉络

大食物观演进阶段 重要会议、文件及讲话 主要内容及表述

思想萌芽时期 1984.1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会议 提出“大农业”的科学构想.

1992.07 《摆脱贫困》 提出“大粮食观念替代以粮为纲”.

1991.1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

作的决定》

明确提出树立大农业观.

2012.12 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推进农业现代化,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

思想形成时期 2015.12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首次提出“树立大食物观念”.

2016.01 中央一号文件 “树立大食物观,
 

面向整个国土资源,
 

全方位、
 

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满足日益多元化的食物

消费需求.
 

在确保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

全的前提下,
 

基本形成与市场需求相适应、
 

与

资源禀赋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

布局,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2017.12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树立大农业观、
 

大食物观,
 

向耕地草原森林

海洋、
 

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
 

要蛋白,
 

全

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2022.03 全国两会 “要树立大食物观,
 

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出发,
 

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
 

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
 

保障肉类、
 

蔬菜、
 

水

果、
 

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
 

缺了哪样也

不行”.

思想深化时期 2022.10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树立大食物观,
 

发展设施农业,
 

构建多元化

食物供给体系”.

2022.12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树立大食物观,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

2023.02 中央一号文件 “树立大食物观,
 

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
 

农林

牧渔结合、
 

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

供给体系,
 

分领域制定实施方案”.

  随着城市化、
 

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我国城乡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逐步升级,
 

粮食直接消费量

占总消费量的比重逐渐下降,
 

肉、
 

蛋、
 

奶、
 

果蔬、
 

水产品等的需求不断增加[12].
 

居民的膳食结构逐步从“吃
得饱”转向“吃得好”“吃得健康”和“吃得营养”.

 

大食物观强调“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
 

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

热量、
 

要蛋白,
 

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尽管居民的食物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
 

但粮食,
 

特别是主粮,
 

依然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
 

因此,
 

大食物观是在稳定主粮产量的基础上,
 

满足人民多元化食物需求,
 

并可

持续利用土地资源以获取多样化食物的理念.
1.2 大食物观与耕地保护

耕地资源作为粮食生产的重要载体,
 

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关键要素[2],
 

同时也是落实大食物观的资源

基础[13].
 

科学理解新时代耕地保护的内涵,
 

是深刻把握大食物观与耕地保护良性互动的关键.
 

1981年,
 

国务院在《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中首次提出了“耕地保护”的概念,
 

标志着耕地保护

工作的正式启动.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变化,
 

新时代的耕地保护已从单一的数量维度转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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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系统性的生态与经济平衡发展,
 

这不仅涉及数量、
 

质量和生态的三位一体保护,
 

还强调耕地的多功

能性和可持续性.
大食物观并不是要削弱耕地用途的管制,

 

相反,
 

“米袋子”是基础,
 

必须在充分保障主粮安全的前提下,
 

才能满足“菜篮子”“肉案子”“果盘子”“奶瓶子”和“糖罐子”等多样化需求.
 

因此,
 

大食物观与耕地保护是辩

证统一的.
 

耕地安全是实现大食物观的根基,
 

而大食物观则为拓宽耕地用途提供了方向引领.

2 大食物观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事实

2.1 我国大宗粮食进口总量与品种双增加

近年来,
 

随着国内消费需求的日益多样化,
 

我国农产品的进口量持续攀升[14].
 

根据我国海关最近10
年的进口大宗粮食数据可知,

 

我国粮食进口呈现出总量和品种双重增长态势:
 

首先,
 

近10年来,
 

我国粮食

进口总量显著增加[15],
 

从2012年的0.8亿吨增长至2022年的1.5亿吨,
 

增幅接近一倍;
 

其次,
 

粮食进口

的种类也在不断丰富,
 

从以大豆为主,
 

逐渐扩展到玉米、
 

小麦、
 

水稻等多样化的大宗粮食进口.
 

这一变化不

仅反映了国内消费市场的多元化需求,
 

也对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应链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2.2 我国形成大食物专业化生产地理空间格局

我国的食物生产格局呈现出鲜明的地理互补性,
 

形成了北粮南运[16]、
 

南果(菜、
 

鱼)北运[17]、
 

西菜东

运[18]等3大特色空间格局.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

 

首先,
 

2000-2022年间北方粮食产量的增幅接近100%,
 

主要为水稻、
 

玉

米和小麦3大主粮,
 

北粮南运的生产消费格局已经形成;
 

其次,
 

2000-2022年间南方蔬菜、
 

水果和水产品

的产量不断提升,
 

南果(菜、
 

鱼)北运的格局日趋形成;
 

最后,
 

2000-2022年间全国蔬菜产量激增,
 

其中东

北、
 

东部地区蔬菜产量的全国占比不断降低,
 

而中部、
 

西部地区的占比不断上升,
 

西部地区蔬菜生产向东

南地区消费转移成为新的趋势.
2.3 我国耕地利用出现“五化”空间分化趋势

我国耕地利用的空间格局正随着大食物产业格局的形成而发生显著变化.
 

在区域耕地资源禀赋、
 

劳动

力成本以及种植专业化3方面的耦合推动下,
 

我国耕地利用在空间上呈现非农化大城市集中[19]、
 

非食物化

北方加剧[20]、
 

弃耕化西南显著[21]、
 

非粮化南方增加[22]、
 

水田位移化北方扩张[23]等5大趋势.
1)

 

耕地向建设用地(非农化)转变趋缓但区域更为集中.
 

其中,
 

黄淮海平原区、
 

长江中下游地区耕地转

为建设用地面积较大,
 

呈现占用放缓趋势,
 

未来建设占用耕地主要区域集中在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以

及成渝城市群.
2)

 

耕地向林地转化(非食物化)集中在北方平原区但趋势减缓.
 

耕地向林地转化的趋势也十分显著,
 

且

主要集中在北方平原区,
 

是城市化快速增长导致的生态用地空间的次级需求扩张,
 

但是趋势减缓.
3)

 

耕地撂荒(弃耕化)集中分布在西南和华南地区且呈现“T”字分布.
 

据中国科学院和西南大学联合开

展的耕地撂荒遥感与抽样调查显示,
 

全国耕地撂荒率为10.36%,
 

在空间上呈现“T”字分布[24]:
 

纵轴自北

向南贯穿甘肃东南部、
 

四川东部、
 

重庆境内,
 

直至贵州西部和云南北部;
 

横轴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自西向

东贯穿湖北、
 

湖南、
 

安徽、
 

江西等省份.
4)

 

耕地向果园用地等转化(非粮化)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
 

这导致南方地区耕地“非粮化”面积快速扩

张,
 

其中云贵高原区、
 

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增加最为显著.
5)

 

我国水田南方减少和北方增加(位移化)呈现稳定格局.
 

近15年来,
 

我国水田重心不断向东北迁移,
 

东北平原区水田面积增加明显;
 

与此同时,
 

南方农业区水田面积显著下降,
 

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地

区水田面积减少最为明显.

3 我国耕地保护初衷与粮食安全现状的差距显著

3.1 我国耕地调查结果的矛盾性与耕地保护的紧迫性出现偏差

为了保障国家发展与粮食安全,
 

我国建立了世界上最为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包括耕地占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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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亩耕地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和土地集约利用等政策.
 

然而,
 

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的不一致性以及

耕地数量的波动性,
 

引发了对耕地安全紧迫性认知的偏差.
1)

 

与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以下简称“一调”)相比,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以下简称“二调”)结果显

示,
 

我国的耕地数量为1.354亿hm2,
 

远超过18亿亩耕地红线,
 

我国耕地资源呈现出乐观态势.
 

这一调

查结果使得中央和公众对耕地资源数量感到乐观,
 

促使中央在坚持“一调”耕地保护政策的基础上,
 

对耕

地保护政策进行了调整,
 

提出了“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与保护”和“耕地休耕轮作制度”[24],
 

并强调了生态

红线第一的原则.
2)

 

与“二调”相比,
 

2021年发布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结果显示,
 

我国耕地资源

呈现出严重悲观态势.
 

我国耕地总面积约为1.279亿hm2,
 

比“二调”时减少了0.075亿hm2.
 

这一变化

促使中央重新审视耕地保护政策,
 

强调遏制耕地“非农化”,
 

实施盐碱地保护性开发等,
 

并重新确定了耕

地红线第一原则.
3)

 

“三调”结果还揭示了我国耕地资源向林地和园地流失的问题,
 

呈现出一种失控状态.
 

在上述的10
年间,

 

分别有746.67万hm2,
 

420.00万hm2 和413.33万hm2 的耕地转变为林地、
 

园地和建设用地.
 

据

此,
 

中央制定了严控耕地“非粮化”等政策,
 

并提出了实施园地和林地复耕的“进出平衡”制度.
3.2 永久基本农田空间的不稳定性与耕地质量保护目标的鸿沟日益加剧

耕地保护,
 

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旨在确保耕地质量的稳定性,
 

并能够可持续提供生产能力,
 

以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民的种田权益.
 

然而,
 

“三调”结果表明,
 

永久基本农田的保护面临稳定性下降、
 

用

途不稳定、
 

布局不稳定以及过度和低效利用等4个方面问题.
1)

 

永久基本农田的地类存在不稳定性.
 

“三调”结果显示,
 

在1.031亿hm2 永久基本农田中,
 

至少有

0.133亿hm2 作为果园、
 

林地等非耕地用途.
 

这导致全国山区普遍存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与耕地保有

量倒挂的问题[25],
 

有的地区该比例甚至高达30%.
2)

 

永久基本农田的用途存在不稳定性.
 

南方水稻种植区的水田改旱地问题日益严峻.
 

据调查,
 

在广

东、
 

广西、
 

浙江、
 

云南、
 

贵州等南方传统水稻种植区,
 

水田改旱地的趋势正在逐年增加[26].
3)

 

永久基本农田的布局存在不稳定性,
 

面临调整风险.
 

2009-2019年间,
 

我国高速铁路、
 

公路以及乡

村道路等线性基础设施工程的用地面积增加了约160万hm2,
 

这些工程穿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导致永

久基本农田被频繁调整和分割,
 

影响了耕地布局的稳定性[27].
4)

 

永久基本农田呈现出过度与低效利用共存的特征,
 

我国北方耕地集约利用过度与南方弃耕低效用

地同时存在.
 

黄淮海平原区、
 

东北平原区作为我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正面临严重的地下水资源问题.
 

黄淮海平原区浅层地下水和深层地下水下降迅速,
 

东北平原区由于水稻种植面积的快速扩张,
 

地下水超采

问题日益突出[28].
 

与此同时,
 

南方农户由于耕地利用效益下降,
 

撂荒耕地面积不断增加.
3.3 补充耕地持续利用性下降与永续利用目标的差距日益凸显

我国的补充耕地在南北地区存在显著差异.
 

南方地区表现为政府补充耕地与农户弃耕之间的矛盾,
 

北

方地区则表现为经营主体主动开垦边际土地与政府控制力低下之间的矛盾.
南方地区政府部门积极补充耕地以实现持续利用的目标,

 

而农户却因多种原因选择弃耕,
 

这一矛盾日

益尖锐.
 

例如,
 

广东推行垦造水田项目、
 

广西实施旱改水政策、
 

重庆建立地票制度等.
 

但现实情况是,
 

在这

些区域中有大量的存量耕地被弃耕或被调整为园地,
 

占补平衡的新增耕地尤其是水田难以持续利用.
与南方地区不同,

 

北方地区的补充耕地主要是由农户和新型主体自发开垦的边际土地,
 

而政府在控

制上的力度不足,
 

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第一是北方耕地数量迅速增加,
 

“三调”与“二调”相比,
 

64%的耕

地分布在北方[29].
 

第二是北方耕地侵占生态空间形势严峻.
 

北方新增耕地主要来源于草地、
 

湿地、
 

林地

等生态用地,
 

新增耕地急需退耕还草(湿地和林地).
 

第三是北方耕地开垦过度,
 

导致土地退化严重.
 

如

吉林的松嫩平原大量开垦的草原和湿地,
 

导致地下水下降,
 

风蚀严重,
 

同时过度利用也导致了黑土层变

薄、
 

变瘦和变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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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微观主体在落实中央耕地保护资源安全性目标与追求经济效益之间出现偏差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和农户在耕地保护上的合力在时空上不断变化.
 

从时间演化角度来看,
 

中央政府

始终给予高度重视,
 

地方政府的政策态度有所波动,
 

而农户的保护意愿则经历了从高涨到降低的过程[30].
 

具体可以分为4个阶段:
 

初级合力阶段、
 

良好合力阶段、
 

合力阶段减弱、
 

合力锐减阶段.
1)

 

初级合力阶段(1978-1982年):
 

城镇化、
 

工业化萌芽期,
 

土地财政尚未形成,
 

地方政府和农民的保

护动力相对较强,
 

多主体保护合力处于起步阶段.
2)

 

良好合力阶段(1983-1989年):
 

这一阶段多主体耕地保护合力达到历史最高.
 

1983年,
 

承包到户

政策的实施覆盖了95%以上的农村地区;
 

1984年,
 

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土地承包的稳定性,
 

满足了

农民对土地权益的期望.
3)

 

合力减弱阶段(1990-2008年):
 

1994年“分税制”的实施使得土地收益归地方政府所有,
 

城区面积

扩大、
 

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扩大、
 

土地开发出让和转让高潮的出现,
 

使得土地出让金为代表的“土地财政”成
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导致省级政府耕地保护积极性下降,
 

农民耕地保护动力也随之减弱,
 

“农
民工”大量进城,

 

向第二、
 

第三产业转型.
4)

 

合力锐减阶段(2009-2020年):
 

2018年自然资源部的成立,
 

使中央政府耕地保护动力达到历史最

高.
 

然而,
 

地方政府因区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用地需求增加,
 

出现“粮食生产大县,
 

地方财政小县”的
现象,

 

对耕地保护的积极性不高.
 

农户方面,
 

由于种植成本与收益差距扩大,
 

种粮收益下降甚至亏损,
 

从而

导致耕地发生农业结构调整或撂荒的情况大量出现.
从我国耕地空间分布与利用的集约性、

 

非粮化、
 

弃耕化判断来看,
 

我国北方的耕地保护动力日益增强,
 

即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和农户耕地保护与利用呈现出高度一致性;
 

而在南方地区,
 

则分化趋势日趋显著,
 

突出表现为地方用地不断扩张和农户耕地弃耕与非粮化特征明显[31].
耕地保护在推动城市化、

 

保障产业用地以及基础设施用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

厂,
 

城市化率达到65%,
 

也保障了农民人均耕地数量的基本稳定.
 

但是,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还与耕地保

护制度的设计初心存在很大的差距.

4 大食物观下的耕地保护效能降低成因分析

4.1 口粮需求向大食物转型促进北粮南运和南果北运生产格局形成

1)
 

我国居民饮食结构的显著变化与劳动力成本的逐渐攀升,
 

共同推动了南方耕地的弃耕现象.
 

具体而

言,
 

2013-2019年,
 

城乡居民的人均口粮消费量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口粮需求的减少成为南方丘陵和低山

地带水田弃耕现象的主要推动力.
 

另一方面,
 

人均肉蛋奶、
 

水产品以及水果蔬菜的消费量却在稳步增长,
 

这一增长趋势在西南和华南地区尤为显著[32],
 

为非粮食作物的生产提供了强劲的需求动力.
 

这种对非粮食

作物需求的激增,
 

不仅推动了南方水果产业的蓬勃发展,
 

还深刻影响了北方地区的消费模式,
 

成为其转变

的重要驱动力.
2)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进程中,
 

南方水田被大规模占用[23],
 

这直接推动了北方水田的大量

开发.
 

随着南方城市周边的优质水田逐渐转化为工业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
 

南方集中连片的优质水田面积

不断缩减,
 

水田种植的投入成本也随之增加.
 

与此同时,
 

北方地势低洼的草原和草地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
 

开发为水稻种植的优势逐渐凸显,
 

成为北方水田开发的重要选择.
3)

 

国外进口大豆的持续增长显著影响了北方旱地的种植布局[33],
 

进一步压缩了原本用于大豆种植

的农田面积.
 

与此同时,
 

玉米饲料化的趋势加速发展,
 

极大地推动了北方旱地中玉米种植面积的扩大.
 

这一系列的种植结构调整,
 

促使了我国北粮南运的农业格局逐步稳固,
 

凸显了北方地区在粮食生产中的

核心地位.
4.2 我国耕地利用与保护进入生产、

 

生态、
 

建设三重空间竞争的叠加期和多方利益博弈的交汇期

1)
 

我国耕地资源利用的高成本性、
 

全球粮食贸易的低价冲击性以及建设用地格局的不确定性是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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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布局稳定性降低的根本原因.
 

第一,
 

大国小农的耕地国情导致了耕地利用的高成本性,
 

是耕地用途不

稳定的诱因.
 

我国户均耕地规模小(约0.5
 

hm2)[34]、
 

地块细碎(户均地块3~5块)[35],
 

截至2019年丘陵山

区主要农作物耕种综合机械化水平仅有50.44%,
 

加之劳动力成本上涨,
 

种地成本不断提高,
 

推动了耕地

用途的转变.
 

第二,
 

城市化南北差异导致了耕地在东北地区扩张与南方地区减少同步发生.
 

东北水稻种植

面积持续增加、
 

耕地扩张、
 

利用强度提高,
 

而南方水稻种植面积呈现持续减少、
 

弃耕和水改旱的态势.
 

第

三,
 

我国正处于城市空间格局的优化阶段,
 

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项目选址的不确定性,
 

也对永久基本农田

布局的稳定性构成威胁.
2)

 

农户耕地流转收入持续增加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本高额投资回报预期冲突是耕地稳定性变低的

微观动力.
 

第一,
 

农户对耕地流转收入持续增加的预期,
 

导致耕地种植成本增加.
 

全国调查显示,
 

农民将耕

地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流转费用为每年每公顷33~200元不等,
 

流转时间通常为2~3年,
 

且流转费

用逐年调整[26].
 

这种对稳定回报和收入增长的预期,
 

在东北地区已经促使农户开垦扩展到生态敏感区域,
 

而在西南地区则导致农户放弃耕作[26].
 

第二,
 

流转费用增加加剧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粮食种植成本,
 

致

使耕地用途不稳定.
 

为了向农户支付耕地流转费用,
 

新型经营主体不得不改变耕地利用方式,
 

才能实现投

入资本的预期回报.
 

第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耕地掠夺式经营现象普遍,
 

致使耕地质量下降.
 

为了支付

高额租金和获得资本投入回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往往在粮食生产中通过增加化肥和农药等高投入方式获

得收益,
 

导致耕地水土健康支撑条件变差.
3)

 

耕地质量保护、
 

利用与养护的长期分离,
 

导致耕地质量变差.
 

国家层面上耕地数量与质量分离管

理的过渡期导致了地方层面执行上的困惑.
 

自然资源部与农业农村部都进行耕地数量质量分类管理后,
 

由于两部委各自运行的质量管理惯性,
 

加剧了管理问题的出现,
 

比如云南的水稻上山过度化、
 

耕地非粮

化等泛化问题.
4.3 土地调查制度精细化趋势与耕地保护管理稳定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1)
 

关于耕地地类的认定,
 

“三调”所带来的变动引发了管理者和公众的疑惑和不解.
 

早在1984年,
 

全

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就制定了《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
 

其中首次清晰地界定了耕地的概念.
 

到了2007
年,

 

“二调”针对农民频繁调整土地利用和耕地生产能力稳定性的问题,
 

对耕地定义进行了精细化的调整,
 

并引入了可调整地类的概念.
 

然而到了2017年的“三调”,
 

基于地表覆盖情况和实际利用现状,
 

直接按照种

植情况与耕作层是否受损来认定耕地,
 

取消了可调整地类的概念.
2)

 

“三调”的耕地面积调查结果因其缺乏连续性,
 

不仅影响了耕地保护政策的稳定性,
 

还导致社会

公众对耕地保护政策的信任度和接受度下降.
 

回顾历史,
 

由原国家土地局主持的“一调”工作正式开启,
 

经过长时间的细致调查,
 

最终确定了我国耕地数量为1.301亿hm2;
 

随后“二调”的耕地数量被确定为

1.354亿hm2;
 

而“三调”则得出了1.279亿hm2 耕地面积的结论.
 

这种数据的波动无疑增加了政策制定

和社会公众理解上的难度.
4.4 耕地保护成为解决各种矛盾焦点的靶向

4.4.1 中央对耕地粮食安全的重视与地方经济发展和农户收益之间存在显著分化

从国家层面看,
 

中央政府始终将耕地保护置于资源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战略高度[36],
 

坚持实施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政策,
 

成为耕地保护的坚定捍卫者.
 

然而,
 

在地方层面,
 

地方政府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在

我国特有的发展模式下,
 

对土地财政产生了依赖.
 

在耕地保护与城市扩张的冲突中,
 

地方政府往往选择牺

牲耕地以推动城市发展,
 

从而缺乏耕地保护的经济动力.
 

从农户微观层面看,
 

由于种粮效益低下,
 

加之生

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而粮食收购价格相对较低,
 

小规模经营的农户种植粮食往往收益微薄甚至亏损,
 

这是

耕地弃耕和非粮化的根本原因.
4.4.2 粮食进口已成为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平衡贸易格局的重要手段

在全球贸易化的大背景下,
 

我国的工业产品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
 

而农产品价格竞争力逐渐减弱.
 

因此,
 

大豆、
 

玉米等粮食进口成为平衡中美、
 

中巴等贸易顺差的关键手段.
 

这种策略导致国内大豆和玉

25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6卷



米市场波动加剧,
 

给农户的种植效益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
 

种植风险也随之增加,
 

进一步加剧了耕地

弃耕和非粮化的趋势[37].
4.4.3 国家部门在划定生态红线过程中尺度的不一致导致地方用地空间紧张

生态红线最初由我国生态环保部提出并管理,
 

其核心在于功能区管理.
 

早期阶段,
 

生态红线的管理还

未实现图斑化.
 

然而,
 

随着自然资源部的介入,
 

生态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的关系出现调整,
 

且生态红

线的划定过于细致和繁多,
 

限制了地方在土地开发和利用上的灵活性.
 

这导致地方在落实具体用地空间时

面临诸多困难.
4.5 耕地保护治理主体单一缺乏第三方正面引导

首先,
 

行政控制路径依赖显著.
 

鉴于耕地保护作为国家层面的重要任务,
 

我国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行政

手段进行治理,
 

依靠直属和下属部门的管理成为主导方式.
 

其次,
 

耕地保护领域缺乏长期、
 

科学的监测基

地.
 

尽管地方在耕地保护实践中探索了多种模式,
 

但由于缺乏科学化和规范化的基础设施,
 

导致难以有效

总结和提炼优秀的经验,
 

无法形成国家层面行之有效的耕地保护治理模式.
 

此外,
 

高校等第三方机构在耕

地保护治理过程中的参与度较低,
 

处于从属地位.
 

目前,
 

耕地保护主要被视为自然资源部及地方政府相关

部门的职责,
 

而高校等第三方机构的有效参与被忽视,
 

导致在耕地保护治理层面缺乏科学家和管理者的深

入培养与选拔.

5 大食物观背景下我国耕地保护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5.1 食物持续增加与耕地资源紧缺挑战将长期存在

1)
 

全方位粮食安全的保障需求与国内有效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了到2035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
 

并强调了全方位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这对我国耕地资源保护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然而现有耕地数量无法满足中央提出的全方位粮食安全的需求[38].
2)

 

粮食稳定进口需求与国外供给不稳定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
 

随着中美贸易冲突、
 

疫情频发、
 

国际战

争、
 

极端自然灾害等事件的爆发,
 

导致一些国家纷纷采取限制农产品出口的措施,
 

给全球粮食贸易造成剧

烈冲击[39].
 

以小麦为例,
 

俄乌冲突造成的港口停运、
 

粮食进口等问题已经波及了我国与乌克兰的粮食贸

易.
 

海关总署发布的全年粮食进口数据显示,
 

乌克兰是我国玉米、
 

大麦、
 

菜籽油的主要来源国之一.
 

现阶

段,
 

我国粮食进口来源较为单一,
 

进口成本快速攀升,
 

全球粮食价格较2021年上涨了31%.
3)

 

粮食供给的低价格需求与粮食生产成本增加之间的矛盾持续存在,
 

保障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发展动

力的粮食产品低价格供给与粮食生产成本上升之间的矛盾将持续存在.
 

在农村社会稳定保障、
 

“双碳”战略

以及新型城市化发展需求的背景下,
 

华北等地区一批老农退出粮食生产舞台,
 

同时伴随着公众对食物安全

生产和健康的日益重视,
 

粮食生产的成本还会不断增加[40].
 

然而社会发展、
 

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内社会稳定

的要求下,
 

粮食生产价格需要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粮食的低价格与生产成本增加的矛盾长期存在.
5.2 食物需求多样化转型背景下的耕地保护合力已经形成

1)
 

我国主粮总体需求稳定性与北方耕地保护目标高度一致,
 

为实施耕地分类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和依据.
 

随着我国水稻、
 

小麦等主粮的消费量逐渐下降[41-42],
 

北方地区凭借其生产格局的优势,
 

形成了一

个稳定的供给格局,
 

预计这一趋势将长期存在.
 

东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稻生产,
 

与东北和华北地区

的玉米种植,
 

共同促进了北粮南运格局的长期存在,
 

同时北方耕地保护合力已经形成.
2)

 

我国膳食消费模型由“粮菜型”向“粮肉型、
 

粮果型”转型与南果北运、
 

西菜东运发展格局的长期存在

为构建大食物观下的耕地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撑.
 

我国城乡居民膳食结构转型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

势,
 

食物结构中的主粮比重降低、
 

食物种类多样化的特征推动食物供给实现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

“吃得健康”的转变[43],
 

这种转变必须增加多层次、
 

多元化、
 

优质化的食物供给.
 

我国已经形成了南果(菜、
 

鱼)北运和西菜东运的互补格局,
 

这种格局成为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的常态化机制,
 

为实施大食物观的耕地

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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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城市化后半段建设占用耕地持续减缓为耕地保护机制创新提供了机遇

5.3.1 为占补平衡政策转型提供了机遇

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的后半段,
 

城市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态势.
 

城市化不再单纯追求规模扩张,
 

而

是更加注重发展质量、
 

空间布局的平衡稳定以及部分区域的合理收缩[44].
 

人口流动呈现出年轻人向特大城

市集中、
 

老年人向乡村回流的双向流动趋势.
 

预计未来城市建设占用和基础设施用地需求呈现显著降低趋

势.
 

从长期看,
 

耕地占用区域主要集中在珠三角、
 

长三角以及京津冀等特大城市区域,
 

这种趋势为实施占

补平衡转型提供了机遇.
5.3.2 为永久基本农田布局优化提供了机遇

随着城市化的放缓和城市格局分化,
 

地方政府的发展重心逐渐从城市扩张转向推动乡村发展,
 

以实现

农业强国的转型目标.
 

建设用地需求放缓、
 

基础设施用地减少以及用地转换预期降低为永久基本农田空间

布局优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中,
 

新型主体在资本和技术投入方面意愿显著增加[45],
 

推动了土地流转和规

模化经营的趋势,
 

为实现永久基本农田布局优化提供了保障.
5.3.3 农业强国背景下乡村建设用地持续增加对乡村用地复合管理提出了迫切需求

目前,
 

我国乡村正处于第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乡村的大部分道路缺乏用地审批流程,
 

农民养

殖用地难以得到合理安排[46],
 

黄淮海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仓储、
 

烘干等用地严重不足.
 

以江苏北部的新型主

体为例,
 

在小麦收获季节,
 

晒场用地的不足问题尤为突出.
 

此外,
 

南方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1
 

m道路要求

已经无法满足乡村振兴用地的发展需求,
 

因此亟需构建乡村复合用地管理机制.
5.4 耕地保护进入共同治理新阶段

5.4.1 耕地保护治理举国体制的构建使得耕地共同治理迎来新的契机

我国积极贯彻耕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治理策略,
 

构建了涵

盖耕地数量、
 

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框架.
 

在“自上而下”方面,
 

采取规划计划等多种措施,
 

强调“党
政同责”,

 

细化责任,
 

分类管理,
 

以实现耕地的有效保护.
 

在“自下而上”方面,
 

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

列扶持政策,
 

如国家耕地地力补贴和地方耕地生态补偿等措施,
 

以激励耕地经营者积极参与耕地保护.
 

这

种双向结合的治理模式为耕地共同治理注入了新活力.
5.4.2 耕地保护主体的多元化、

 

手段的多样化和目标的多维化趋势为耕地共同治理提供了良机

从中央到地方,
 

从政府到集体经济组织、
 

耕地经营者以及普通民众,
 

都在耕地治理体系中扮演着不可

或缺的角色,
 

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协作,
 

不仅满足了各方需求和利益,
 

也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使耕

地保护和治理更具活力和可持续性.
 

同时,
 

耕地保护和治理工作也兼顾了国家粮食安全、
 

地区发展、
 

农业

生产及农民收入等多重目标,
 

追求耕地数量、
 

土壤质量和生态环境的全面提升.
 

这种多元化、
 

多样化和多

维化的治理模式为耕地保护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确保了耕地保护和治理工作的稳步推进,
 

为共同治

理开辟了新的道路.

6 大食物观统筹下的耕地保护协同治理体系的实现路径

6.1 构建适合大食物观的土地调查制度

6.1.1 启动全面的土地资源调查机制

摒弃过去过度依赖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的局限,
 

转而建立以耕地稳定性为核心的评价体系.
 

通过深入调

查和分析,
 

确保耕地空间布局的稳定性,
 

明确耕地稳定生产能力的内涵.
 

这不仅意味着恢复和保护那些可

调整的耕地,
 

更要超越现有耕地的数量限制,
 

全面保护所有具备粮食生产能力的土地.
6.1.2 保障地类和耕地数量的连续性与本质保护

必须坚持从保护耕地的生产能力出发,
 

建立一个稳定的耕地概念和分类方法,
 

这不仅能反映耕地的本

质属性,
 

还能激发微观主体的保护积极性,
 

解决耕地保护中的矛盾.
6.1.3 重视耕地质量的适宜性与科学规划

“宜耕地”产能高、
 

质量好,
 

是耕地中的精华,
 

也是最符合农业生产的优质耕地,
 

是耕地保护的重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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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因此,
 

需要根据耕地的适宜性调整土地生产布局,
 

优化农业生产结构.
 

在保护耕地的同时,
 

充分考虑社

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需要,
 

全面评估耕地的质量等级、
 

连片性、
 

灌溉条件等因素.
 

针对特定问题如农业适

宜性等限制因素,
 

进行科学规划,
 

确保耕地的永续利用.
6.1.4 确保耕地利用的经济可行性与粮食安全

历史上,
 

农民通过休耕和轮作等方式保持土地肥力,
 

而近现代为了追求短暂的经济利益可能会暂时调

整农业结构.
 

然而,
 

这些“非粮化”行为并不意味着生产能力的完全丧失.
 

必须认识到粮食生产能力的可恢

复性,
 

在确保维持原有生产能力的同时,
 

探索提高生产能力的途径.
 

通过科学的耕地利用规划和政策措施,
 

确保粮食安全,
 

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6.2 构建基于大食物观为统筹的永久基本农田分类管护与高标建设制度

充分尊重并顺应我国永久基本农田在“粮、
 

棉、
 

油、
 

糖”等农产品布局上的特点和区域优势,
 

以及形成

的北粮南运、
 

南果(菜、
 

鱼)北运、
 

西菜东运等基本生产补充格局.
 

从大食物观的消费视角和农业生产的禀

赋特征出发,
 

进一步优化永久基本农田的生产布局结构.
6.2.1 建立支撑大食物观统筹的基本农田分类管理制度

首先要建立基本粮田核心保护区域,
 

构筑大宗粮食生产的绝对安全防线.
 

在尊重现有的北粮南运生产

格局的基础上,
 

在东北、
 

黄淮海以及长江中下游平原等粮食主产区设立基本粮田核心保护区,
 

以保障小麦、
 

水稻、
 

玉米等大宗粮食的绝对安全.
 

同时,
 

将优先在这些区域进行高标准农田的建设,
 

以确保永久基本粮

田的空间适宜性、
 

集中连片性和布局稳定性,
 

从而实现粮食的高产、
 

稳产以及高效低碳生产.
6.2.2 建立“口粮自给、

 

果鱼保障”的基本“粮—果、
 

粮—鱼”复合食物生产保护区

在大食物观背景下,
 

积极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果粮间种、
 

果粮轮作等模式.
 

在华南、
 

东南等南方地区,
 

依托水稻粮食的自给保障基础,
 

同时统筹水果、
 

鱼类等南产北运的基本农田优化区.
 

有序引导平原区耕地

的果园等进行“食物化”生产,
 

鼓励在坡度较大的耕地上进行果园等的“食物化”生产,
 

以推动区域内坡耕地

的高效利用.
 

此外,
 

在西北等地区建立以蔬菜为核心的边际土地设施化开发集中区,
 

如我国西北的甘肃、
 

宁夏、
 

新疆等一般耕地区域,
 

可以建立西部戈壁设施农业的示范区和推广区,
 

重点保护和发展蔬菜、
 

水果

等农作物的生产设施.
6.2.3 创建基于永久基本农田分类保护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制度

创建高标准农田分类建设、
 

用途管制、
 

监管协同制度.
 

建立永久基本农田全面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协同

建设与保护机制.
 

统筹永久基本农田优化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关系,
 

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
 

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与永久基本农田建设优化的协同机制.
6.3 构建基于大食物观的区域协同耕地保护补偿制度

6.3.1 构建基于永久基本粮田的省级协同保护补偿机制

针对耕地保护中“耕地大省、
 

财政小省”的特点,
 

参照国外耕地发展权保护制度的设计体系,
 

对确定永

久基本粮田区域实施基于地方发展权损失、
 

农户作物种植选择权损失和非农非粮生态权损失等问题,
 

构建

基于三权协同的永久基本粮田保护补偿机制.
6.3.2 构建基于种植选择权损失的“永久基本粮—果”复合生产区的耕地复垦基金制度

由于“永久基本粮—果”复合生产区的特殊性,
 

农户在种植选择上受到一定的限制.
 

为保障农户的权

益,
 

应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
 

对农户因种植选择权损失而遭受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
 

通过设立耕地复垦

基金,
 

来支持粮食和水果生产的有序调整.
 

当某一区域由于种植结构调整或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需要调

整种植结构时,
 

可利用耕地复垦基金对农户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和技术支持,
 

帮助农民顺利完成种植结

构的调整.
6.4 创建“国家—地方”层级有序的耕地占补平衡和区域协同的进出平衡制度

6.4.1 央省联动提升耕地建设质量与管理机制

实行中央和省级协同的耕地开发战略,
 

全方位提升补充耕地的整体质量.
 

特别是对于特大城市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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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用地,
 

将由国家层面统一补偿.
 

对于因城市发展和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所占用的耕地,
 

将由国家层面统

筹进行统一补充,
 

以减轻地方压力.
 

同时,
 

建立国家级的耕地保护性开发平台,
 

确保耕地生态的系统性和

完整性.
 

此外,
 

该平台将明确保护性开发的布局、
 

规模和方式,
 

并基于全国耕地后备资源的调查与论证,
 

确

定合理的保护性开发策略.
6.4.2 推行国家级补充耕地新模式

通过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如以色列、
 

荷兰等国家的沿海造地技术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精准化、
 

精细化造

地技术,
 

利用大规模、
 

高投入、
 

集中化的整治工程,
 

打造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和现代农业需求的新增耕地,
 

旨在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精品工程和样板,
 

以推动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
6.4.3 强化耕地进出平衡管理策略

为优化耕地资源配置,
 

应强化顶层设计,
 

明确耕地进出平衡的管理优先序.
 

首先,
 

进行区域耕地的“非
粮化”整治适宜性评价和效益评估,

 

科学划定整治范围,
 

避免过度干预.
 

重点推进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耕地

的“非粮化”整治,
 

并通过工程措施恢复其耕地功能.
 

对于符合特定条件的果粮间种、
 

果粮轮作地块,
 

将予

以合理认定,
 

不纳入“非粮化”整治范围.
 

同时,
 

对于自然条件差、
 

劳动力析出严重、
 

耕地撂荒严重的地区,
 

将审慎考虑其整治的可行性和效益.
6.4.4 建立耕地整治与作物种植负面清单制度

为确保恢复耕地的有效生产能力,
 

对于草本中药材、
 

百香果、
 

香蕉、
 

菠萝等种植作物用地,
 

将视同耕地

认定,
 

以保障农民权益.
 

同时,
 

各省可根据自身条件制定耕地种植作物的负面清单,
 

由国家相关部门组织

专家进行论证后执行,
 

以规范农业生产活动

6.4.5 构建多部门协同的耕地恢复整治管理机制

由自然资源部牵头建立耕地资源底数清单,
 

并联动耕地占补平衡和进出平衡制度,
 

实现土地资源的

合理置换;
 

农业农村部则对优化区域农业种植结构,
 

耕地种植情况进行监管;
 

财政部负责恢复耕地的财

政资金保障和监管工作.
 

这一机制确保各部门在耕地恢复整治工作中形成合力,
 

共同推动农业生产的可

持续发展.
6.5 创建耕地保护治理第三方评估制度

6.5.1 构建耕地保护首席科学家制度

通过借鉴农业农村部精准扶贫、
 

生态环境部生态治理的先进经验,
 

并参考国内外成功的制度模式,
 

构

建耕地保护首席科学家制度.
 

这一制度必须确保稳定的经费支持,
 

以支持首席科学家及其团队在耕地保护

领域的深入研究与实践.
 

同时,
 

建立国家与地方协同的耕地保护示范基地,
 

并将这些基地纳入自然资源部

科技管理平台,
 

以实现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
6.5.2 开展典型区域耕地保护模式、

 

经验与推广的第三方成效评估

集成“政产学研”的科技创新与政策保障优势,
 

科学制定耕地保护数量、
 

质量和生态标准.
 

通过挖掘地

方典型的耕地保护模式与经验,
 

建立国家耕地保护模式、
 

经验与推广的第三方成效评估机制,
 

积极推广先

进模式,
 

推动高质量完成耕地保护任务.
 

通过“以评促保”的方式,
 

为新时代“三位一体”的耕地保护战略提

供有力支撑,
 

不断提升国家耕地保护的现代化治理水平.
6.5.3 探索“多主体、

 

多目标、
 

多层次”的耕地共治模式

构建适应于耕地的多主体协同共治框架,
 

探索完善多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
 

如借鉴广西省“稻—
螺”等三产融合模式,

 

通过延长和全方位升级产业链,
 

为新型经营主体拓宽增收渠道.
 

同时,
 

通过学习荷兰

等国家的设施农业政策,
 

鼓励高科技企业参与耕地保护工作,
 

推进集约化、
 

规模化、
 

专业化的生产方式,
 

建

立基于政府担保的、
 

有序的耕地流转市场,
 

以盘活耕地资源,
 

打造高质量的生态标签产品.

7 结论

在大食物观的背景下,
 

我国面临着日益多样化的食物需求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复杂平衡问题.
 

耕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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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
 

包括非农化、
 

非食物化、
 

弃耕化、
 

非粮化和位移化等多重挑战.
 

尽管我国已经

实施了多项耕地保护政策,
 

但在执行过程中仍存在数据矛盾、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稳定性问题,
 

以及补充

耕地利用效能下降等现实难题.
 

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受到口粮需求转型、
 

地方政府和农户在耕地保护中角

色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为应对这些挑战,

 

建议构建以大食物观为指导的耕地保护治理体系.
 

首先,
 

应建立适应大食物观的土

地调查制度,
 

以耕地稳定性为指标,
 

全面厘清我国的耕地数量.
 

其次,
 

应根据大食物观对永久基本农田和

高标准农田进行分区管护.
 

此外,
 

针对耕地大省,
 

应在大食物观的统筹下建立省际耕地保护补偿制度.
 

接

着,
 

应完善层级有序的耕地占补平衡和耕地进出平衡制度,
 

严格控制耕地用途的转变.
 

最后,
 

为评估耕地

保护与治理的成效,
 

建议引入第三方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估.
 

通过上述措施应对当前和未来的粮食安全挑

战,
 

从而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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